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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面临

的外部不确定性增强, 需要进一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通过持续激发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

的基础, 发挥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关键作用。 有鉴于此, 本文界

定了经济内生动力的基本内涵, 探讨了当前阶段其面临的主要瓶颈。 进一步地, 针对激发内生动力在制

度、 产业、 内需和就业方面的现实约束, 提出了对应的路径选择。 具体而言, 从发展阶段和构建新发展

格局的客观要求看, 激发经济系统的内生动力需要从制度建设、 生产力跃升和产业体系现代化、 坚持扩

大内需、 大力提振消费、 高质量充分就业等方面协同发力。 本文为更好地统筹经济发展和安全两大核心

要义, 助力经济稳中向好、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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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 党中央多次强调必须坚持高质量发

展这一主题。 2022 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2025 年,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确定为 “十五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

标之一。 围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 “新发展理念” “新质生产力” 等一系列重要论

述, 为经济发展的观念性变革与建设实践提供了根本遵循。
当前, 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变发展方式、 优化经济结构、 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1] 。 党的二十届四中

全会公报明确指出, “十五五” 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 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

并存、 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 在复杂外部冲击与国内结构性矛盾交织的现实背景下, 持续激发

经济内生动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从基本内涵上看, 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是由制度安排、 技术创新、 产业体系、 要素配置以及市场主

体等共同作用形成的。 它根植于整个社会经济系统, 是其内在的、 多维的、 能够持续自我强化和演进的

核心力量之一。 由此可见, 经济内生动力具备内在性、 自主性、 持续性等关键特征。 它深刻影响着经济

增长质量与结构, 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 激发经济内生动力并非单方面强

调增长速度, 而是通过强化稳增长的动力源泉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使得经济保持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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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长, 通过二者相互作用、 协同演进, 共同指向经济高质量发展核心要义并构成其内在支撑。 因此,
强化内生动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与战略选择。

二、 激发经济内生动力的理论分析

激发经济内生动力并非简单地提高增长速度, 而是通过自我演化和驱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具体

而言, 上述过程主要通过四个方面的力量协同作用。 其一, 市场引导力。 通过制度建设形成对微观市场

主体的约束和激励, 稳定预期。 特别是在面临外部冲击时, 有效的制度安排能够降低社会经济发展的非

理性波动, 增强经济的内生动能。 其二, 创新驱动力。 通过新质生产力引领实现创新驱动, 促进技术革

新和产业升级, 提升产业链、 供应链韧性, 形成自主可控、 安全可靠、 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壮大实体经济。 其三, 内需牵引力。 通过扩大内需对冲外需波动的影响, 发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
强化经济发展中国内大循环的主导作用, 加快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其四, 民生保障力。 通过高

质量充分就业, 提升微观个体收入水平和抗风险能力, 使得总体经济社会运行具备较强的修复和抗冲

击能力, 夯实社会韧性。 进一步, 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会通过完善制度建设、 催生新质生产力、 扩大内

需和提升就业来增强经济内生动力。 经济内生动力与发展水平形成正向反馈循环, 共同作用于推进经

济高质量发展。
(一) 制度建设是形成有效激励与稳定预期的基础保障

制度是保障社会经济运行稳定的重要基础, 制度建设通过建立相应规则体系, 发挥其对微观市场主

体行为的规范、 保护和激励功能。 制度建设是持续激发经济内生动力的重要来源, 通过优化制度供给能

够使经济更具适应性, 增强其发展韧性。 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要求, 更是新质

生产力发展的基本遵循。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就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 通过筑牢根

本制度、 完善基本制度、 创新重要制度协同推进, 助力早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深化改革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这意味着制度建设只有进行时, 需要将其置于动态、 系

统的视角中, 始终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制度建设问题。 制度本身是不断演进、 发展和完善的, 将其与深化

改革的其他方面有机结合, 才能够为优化社会经济运行提供系统化、 法治化的规则框架, 进而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方面, 制度建设包括经济、 政治、 文化、 社会以及生态文明等多个维度,
科学完备、 运转有效的制度体系能够为市场提供稳定的预期, 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另一方面, 坚持制度

建设的系统集成和人民导向, 能够降低治理成本, 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强化社会经济运行的宏

观支撑。
(二) 现代化产业体系跃升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现代化产业体系既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 也是推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

重要标志。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关于产业体系建设的理论认识和实践布局不断深化。 2017 年党的十九大

报告强调 “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 科技创新、 现代金融、 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 2022 年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基本概念。 2023 年第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明确强调, 要推进产业智能化、 绿色化、 融合化, 建设具有完整性、 先进性、 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

系。 2025 年,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坚

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 坚持智能化、 绿色化、 融合化方向, 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质

量强国、 航天强国、 交通强国、 网络强国,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 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

产业体系。” 可见,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产业体系建设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和具体

要求。
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 也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支撑。 近年来, 中央一系列重要工作会议和文件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指明方向。
在此背景下, 持续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有助于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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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 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 生产力发展路径, 具有高科技、 高效能、 高质量

特征, 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 从理论逻辑、 结构特征和前进方向上看, 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科学内核高度一致, 前者是动力形态, 决定后者的生成逻辑, 后者则是结构形态, 体

现前者的实现路径。
(三) 持续扩大内需是稳增长的动力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

目标的建议》 的说明中指出: “构建新发展格局, 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使生产、 分配、 流通、
消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 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发挥内需对提振经济的关键作用, 借助超大规模市场

畅通再生产过程中的消费、 生产、 分配、 交换四个环节, 能够有效促进国内经济大循环, 增强经济发展

的内生动力。 随着国内大循环主导的新发展格局有序构建, 内需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度持续上升, 其在

经济驱动因素中对出口和投资的替代作用显著增强。 就现阶段而言, 庞大且稳定的国内消费市场可以起

到 “稳定器” 和 “压舱石” 的作用, 熨平外部经济波动的影响, 增强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从这个角

度看, 发挥好内需的关键作用, 其内在逻辑是通过国内大循环形成自我强化的增长螺旋, 使得经济发展

从依赖外需和投资驱动为主转向依靠内需和创新驱动为主, 进而实现增长动力的根本性转换。 这种转换

通过增长动力更替, 增强了经济内生动力的自主性和持续性。
(四) 就业是经济发展提质增量的民生底座

就业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支撑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稳定就业有利于保障居民收入, 为扩

大内需奠定基础, 形成 “就业、 收入、 消费” 的良性循环。 这对于拉动消费、 稳定生产、 稳定市场预期

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 稳定就业本身对于增强经济内生动力具有推动作用。 另外, 从统一大市场建

设角度看, 稳就业是保障超大规模市场有效需求的前提, 有利于构建新发展格局, 平滑外需冲击的不利

影响。 总之, 稳定就业是增强经济系统抗冲击能力、 实现自我修复和持续增长的核心环节。 保障高质量

充分就业, 能够加快形成具有持续就业吸纳能力的劳动力市场, 进而发挥对冲风险、 扩大内需和推动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

三、 激发经济内生动力的现实约束

从经济内生动力的形成机制看, 其面临的现实约束并非孤立存在。 当前的制约因素主要包括制度建

设、 产业支撑、 内需拉动和稳定就业四个方面。 它们分别构成提升经济内生动力的基础性、 结构性、 现

实性和反馈性约束。 这些约束呈现出由制度供给到产业支撑、 由需求不足到就业承压的传导关系, 共同

作用于经济内生动力生成与增强的全过程。
(一) 制度供给质量与治理效能的约束

制度供给构成基础性约束, 直接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市场主体预期, 当前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不足:
第一, 制度建设缺乏系统集成。 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看, 提升经济内生动力必须全国一盘棋,

真正建立竞争有序的国内统一大市场。 但是, 市场分割长期存在, 其根源在于制度壁垒导致的交易成本

高企。 其中, 制度性摩擦是推高市场运行交易成本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里面既涉及纵向上的央地衔接不

畅导致政策传导与执行标尺不一、 落地效果参差不齐, 也表现为横向上的跨领域协作不足、 区域间制度

标准各异。 一方面, 制度体系涉及经济、 政治、 文化、 生态等多个领域, 部分制度缺乏从单一领域到跨

领域的统筹考虑。 另一方面, 有些地区出于横向竞争的目的, 会选择性执行相关制度, 加剧了制度的碎

片化、 差异化。
第二, 重制度建设轻制度落实。 一些政府部门持续做大制度建设的增量, 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

做优其质量。 制度体系过于繁杂, 客观上导致一些制度执行力不强, 运行机制不畅, 实际执行和落实

不到位, 甚至表现为个别制度存在虚设现象。 例如, 数字政府建设相关制度规范较为明确, 但实际在

执行过程中存在打折扣现象, 政务数字化水平低、 业务项目少, 平台功能与应用流于形式, 没有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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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数字经济发展协同, 使得政务服务满意度和基层群众获得感较差。 上述问题导致制度建设 “有形”
但治理效能 “不足” 。 这反映出如果政府监督落实不到位, 制度优势就很难充分转化为政府治理效能,
进而制约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 制度创新相对滞后。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新技术、 新业态、 新模式的影响,
制度建设适应性不足, 往往表现为问题频发而制度建设滞后, 相关制度的缺位导致市场失序。 值得注意

的是, 一些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的制度仍不健全, 民生领域制度供给不足, 这种供需失衡造成一定程度

的制度空白, 未能充分释放改革发展红利, 削弱了改革在改善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问题方面的作用。 特

别是, 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制度 “逢漏补漏” 的功能居多, 而创新性制度较少。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
如何逐步消除收入分配领域潜在的不公平、 如何进行数据确权和定价、 如何完善数据要素市场的制度保

障、 如何促进平台经济治理等一系列问题都亟待制度创新和落实。
(二) 现代化产业体系支撑偏弱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经济内生动力转化为可持续增长能力的重要载体, 也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

节, 其支撑能力不足形成结构性约束。 目前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面临以下四个方面的挑战。
一是科技创新能力与高端人才支撑不足。 当前, 现代化产业体系日益呈现出智能化、 高端化、 绿色

化发展趋势。 我国虽拥有体系完备、 门类齐全的产业基础, 但 “全而不精” 的问题依然突出, 尤其在创

新能力和关键技术方面存在短板, 制约着产业向现代化全面升级。
二是产业链的风险敞口仍然较大。 产业链的风险具体包括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 其中, 前者主要表

现为自身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的产业链波动, 比如新旧动能转换带来的地区间产业重构。 后者则主要表现

在三个方面: 其一, 长期处于中低端位置所面临的高科技领域技术 “卡脖子” 风险。 其二, 外资国别结

构失衡及其引致的产业链集中度偏高风险[2] ; 其三, 地缘政治和贸易争端导致的供应链重构带来的产业

链中断风险。 目前看来, 产业链外部风险占据主导地位, 并直接影响国家社会经济安全。
三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现代化产业培育存在内在堵点, 新旧动能转换节奏有待理顺。 原因在于,

二者在产业发展阶段、 技术路径选择和要素集聚方向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一方面,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更多意味着 “优化存量”, 关注对传统技术的改造升级和渐进式创新; 另一方面, 现代化产业更多是以新

业态、 新技术驱动的产业发展跃迁, 强调产业发展 “做强增量” 以及技术的颠覆式创新。 上述发展逻辑

上的差异, 意味着在有限的资源约束条件下, 地方政府需要在两者之间统筹权衡。 传统产业占比较高的

地区, 受路径依赖和稳增长需求的影响可能更为明显, 在资源配置上往往更侧重存量调整, 导致产业总

体现代化水平相对滞后, 进而产生全局性影响。
四是产业发展的空间不协同问题突出。 这一问题内嵌于国内市场分割, 特别是地方主导的产业政策。

简而言之, 长期以来赶超型的增长战略下的 “为增长而竞争” 模式是导致该问题的重要原因。 这种空间不

协同体现在产业同构、 要素流动受限、 基础设施不衔接等方面, 在地区之间或区域内部产业分工不合理、 要

素流动受阻、 政策相互掣肘, 未能形成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的有机整体, 进而制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三) 需求侧内生动力偏弱, 经济内循环动能有待增强

内需动能不足构成激发经济内生动力的现实性约束, 是制约当前经济提质增效的重要因素。 随着经

济增长的动能转换, 当前提升内需面临着短期承压与长期转型的结构性矛盾。 具体而言, 在发展战略上

需要依靠消费, 将提升内需作为稳定经济的主引擎的关键动能, 但实际上面临着消费信心不足、 消费刺

激政策的长效作用有限、 消费结构正在转型等多重挑战。
客观上, 通过促进消费扩大内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 参考钱学锋和裴婷[3] 的研究, 可以总

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 (外) 需对国内生产总值 ( GDP) 增长的贡献率及内需结构的变化情况。 图 1 显

示, 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 “三驾马车” (投资、 出口、 消费) 中, 消费已经成为主引擎。 一方面, 随着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投资于物的政策空间和总体作用缩小和降低, 依靠投资驱动的粗放型增长难以持续。
另一方面, 近年来地缘冲突和贸易争端加剧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 使得出口驱动的增长面临较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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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经济动能的贡献份额显著下降。 基于上述背景, 立足超大规模国内市场, 发挥消费内需对经济增长

稳定锚的作用愈发重要。 但拉动消费内需面临着多重挑战, 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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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78—2024 年中国内 (外) 需对 GDP 增长贡献率及内需结构变化

注: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第一, 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导致整体消费信心降低。 从 2019—2025 年我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变化情况看,
总体上消费者信心指数呈现下行趋势, 不管是当期满意指数还是未来预期指数整体均明显下降①。 从长期

来看, 在经济下行背景下, 各级政府尽管采取了大量消费刺激政策, 但并未改变消费者对总体经济发展

的预期, 进而未能形成对长期内需的拉动效应。 从储蓄率上看, 虽然 2013—2024 年我国总体储蓄率呈现

下降趋势, 但仍大于 40%。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 2024 年人均存款首次突破 10 万元, 总储蓄率高达

43. 4%, 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为 65. 9% (显著低于发达国家水平)。 这反映出居民高储蓄、 低消费的特征,
表明居民消费仍较为谨慎。

第二, 短期消费刺激很难形成长期经济增长动力。 虽然消费刺激政策在拉动短期消费需求方面具有

显著效果, 但从长期来看, 微观市场主体对收入、 经济发展的信心不足, 会加剧其预防性储蓄动机。 家

电、 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补贴政策实际上是边际效益递减的, 消费补贴更多的是促进个体消费需求的跨

期配置[4] , 这种短期的消费拉升效应并不能较好地转化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 消费券发放可能具有挤

出效应。 因此, 刺激消费需求不宜采取 “大水漫灌” 的方式, 应该结合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将其根植

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弥合消费的不平衡、 不充分。 特别是应当因时制宜、 因地制

宜地采取 “精准滴灌” 的方式, 形成针对性消费刺激, 这样既能实现稳消费的政策目标, 又能通过消费

政策实现再分配调节, 进而改善民生福祉。
第三, 未来消费结构将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以服务消费为主。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

扩大服务消费, 释放其潜力。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升, 以耐用品 (如家电、 汽车等) 、 半耐用品 (如

家纺、 服饰等) 以及非耐用品 (如食品、 饮料等) 为主导的商品消费正逐步转向服务消费。 国家统计

局数据显示, 2024 年中国居民服务消费占消费支出的 46. 1%。 因此, 在挖掘传统商品消费潜力的同

7

① “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编制, 百分点科技集团提供支持的季度指数。 该指数基于全国范围有代表性

的大样本调查和大数据舆情分析, 展示消费者对总体经济发展的满意程度 (消费者总体信心) 与对国家多个重要消费领域的满意程度

和未来预期 (消费者分类信心) , 进而反映和预测中国宏观经济发展和消费变化的趋势, 实现跨地区、 跨人口、 跨时间的对比 ( https: / /
www. nsd. pku. edu. cn / xzyj / kyfb / zsfb / zgxfzxxzs / 540744.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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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更要注重扩大服务消费, 尤其是随着人口老龄化, 培育和壮大医疗、 家政、 旅游和文娱等服务消

费。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 “十四五” 以来社会民生统计报告》 数据显示, 第三产业就业吸纳能力显著

增强。 2024 年末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为 35
 

866 万人, 占全国就业人员的比重为 48. 8%, 其就业 “蓄水

池” 作用愈发凸显。
(四) 失业风险放大使得高质量充分就业面临挑战

失业风险是反馈性约束, 就业压力上升对居民收入与消费形成冲击, 进而制约经济内生动力提升。
理论上, 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快速重塑。 一方面, 面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 “阵痛”, 遭受地缘

风险和贸易争端导致的劳动需求不利冲击; 另一方面,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革命进一步加剧

了就业替代风险。 总体而言, 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起点层、 放大层与加速层三个层级,
具体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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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劳动力市场重塑与潜在规模性失业风险传导链路

其一, 随着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 增长动力的新旧动能转换可能导致结构性失业。 长期以来,
我国有大量劳动力被电子设备、 纺织品、 玩具、 建材、 房地产等传统制造业吸纳, 参与重复性、 标准化

劳动生产中的各个环节。 制造业绿色化、 高端化转型, 特别是智能工业机器人的应用, 显著降低了企业

劳动力需求, 加剧了 “就业极化” [5] 。 传统的制造业、 中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升级迭代, 使得大量中

低端制造业企业退出中国市场。 而新兴制造业对劳动力需求的门槛高、 岗位数量相对较少。 中低端劳动

密集型产业挤出的低技能劳动力离开原来的就业岗位, 甚至回流家乡 (这与近年来的流动人口返乡潮总

体吻合)。 上述过程使得劳动力市场出现供需失衡的结构性问题。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外部不确定性加剧

与人工智能发展, 共同推升了中国潜在的规模性失业风险。 与此同时, 这些因素通过就业极化、 技能鸿

沟和产业链重构等路径, 加剧结构性、 摩擦性与技术性失业, 放大规模性失业风险。
其二, 地缘政治风险与对外贸易摩擦引致的外需变化对就业造成了冲击。 中国周边部分国家陷入冲

突, 加剧了地缘政治的紧张程度, 叠加中美贸易摩擦引起的关税制裁, 加剧了经济与贸易政策的双重不

确定性。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面临较高的经济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 尤其是从 2017 年开始, 美国主导在

经贸、 科技等诸多领域对华 “脱钩断链”, 客观上拉升了中国的对外贸易成本, 大量中低端制造业不得不

迁往海外, 例如印度、 泰国以及越南等东南亚国家。 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显著下降, 使得依靠出口

导向的中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吸纳就业难以为继, 上述出口放缓与外需结构性变化对国内就业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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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性冲击放大了潜在失业风险。
其三,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技术革新通过就业创造和就业替代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供需的结构性矛盾。

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发展, 正深刻影响着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构[6] 。 弗雷和奥斯本

(Frey
 

&
 

Osborne) [7] 基于美国职业分类数据测算的职业计算机化概率 (亦可视为职业的人工智能暴露程

度), 表明美国约 47%就业岗位将暴露在高风险中。 但是关于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与就业替代效应孰

强还存在明显争议, 一些证据表明其就业效应明显, 能够带动企业创新[8] , 另一些研究则指出人工智能

对劳动或资本都具备偏向性替代作用[9] 。
从长期来看,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可能并非具有线性特征。 如果高等教育对人才

的培养无法与技术更新的周期协同, 那么人工智能的应用和普及将会加剧总体性失业风险。 首先, 从企

业的雇佣形式上看, 刘行等研究发现, 人工智能的应用增加了企业灵活用工需求, 减少了学历、 工资较

低和经验较少的全职员工的雇佣[10] 。 此外, 相较于工业经济时代对人体力劳动的替代而言, 以人工智能

引领的技术革命更多的是在数字经济时代对人脑力劳动的替代[11] 。 其次, 从行业的暴露度风险上看, 根

据张丹丹等[12] 的研究, 大语言模型人工智能技术暴露度较高的职业更多是学历较高、 薪资较高的白领职

业。 结合该研究团队发布的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暴露指数, 本文基于 2018—2023 年的动态暴露指数

(美国 《标准职业分类》 (SOC) 职业组别为 Panel
 

A 和 Panel
 

B, 智联招聘二级职业为 Panel
 

C 和 Panel
 

D),
分别绘制了最低和最高的十个行业面临的平均暴露度指数。 图 3 显示, 人工智能冲击对低端技术性行业

图 3　 “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技术” 暴露度均值最低和最高的主要行业

注: 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AI 与经济学实验室与智联招聘联合编制的中国 “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技术” 暴露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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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较小, 对计算机软件开发、 教育培训等白领行业影响较大。 最后, 从就业市场环境来看, 自 2022 年

起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超过千万, 且远未达到峰值。 随着经济增速放缓, 其就业创造效应转弱, 这

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本身的供给和需求正在经历结构性变化, 而人工智能加剧了就业市场竞争, 提升了对

白领行业的就业替代。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这部分就业替代将直接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 扩大应届毕业

生的失业风险。 综上所述, 当前和未来, 应着力防范和化解潜在的失业风险, 稳定就业。

四、 激发经济内生动力的路径选择

(一) 以制度建设为根本保障优化社会经济运行环境

目前, 制度建设面临着制度统一性和协调性不足、 制度供给与发展阶段不完全匹配等问题。 针对这

些问题可以从以下维度完善制度建设。
第一,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制度建设。 发展新质生产力本身就要求创新要素配置, 打破市场分割。

研究表明, 政府主导的市场整合有利于促进要素流动,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13-16] 。 有鉴于此, 一是要发挥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完善要素价格的形成机制与配置方式。 特

别是除劳动、 资本、 土地以外, 还要加快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建设, 健全标准体系, 安全有序地扩大数据

开放, 通过 “大数据+现代农业” “大数据+先进制造业” “大数据+高端服务业”, 发挥数据要素对于高水

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赋能作用。 例如, 2022 年成立的深圳数据交易所就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

置的重要探索。 二是统筹好政府与市场关系, 在完善市场制度建设方面形成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良性互

动、 相互促进的局面。 根据发展阶段和现实需要, 明确有为政府相对的有限政策作用边界, 让 “看得

见的手” 更多发挥对市场经济的护航作用, 破除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卡点和堵点。 通

过健全市场规则与制度体系, 形成充满活力、 流动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气象。 有效市场以有为政

府为前提。 政府通过规范市场秩序, 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 保障 “看不见的手” 对要素配置发挥决

定性作用。
第二, 完善科技创新的制度建设。 解决关键领域 “卡脖子” 问题, 需要在科技攻关、 科研评价、 协

同创新、 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化制度改革。 一方面, 要破除人才发展体制机制障碍, 为人才培育提供制度

保障。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 “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列为 “十五五” 时期重要规划部署。 这意

味着, 未来需要在专业设置、 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优化调整, 以便更加贴近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 从政

策实践看, 高校拔尖人才培养计划能够有效强化理工科人才供给[17] , 发挥科技人才的创新引领作用。 另

一方面, 科技创新是激发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 要通过营造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的发展环境来提升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当前, 科技创新的主体大致分为企业、 高校、 科研院所、 社会创新组织。 单

纯 “重数量轻质量、 重申请轻实施”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难以大幅提升创新质量, 而深度融入产业发展的

高校创新能够显著提升科技成果转化质量[18] 。 因此, 需要进一步打破上述多元主体之间的壁垒, 促进资

金、 人才、 数据以及设施设备等在协同创新中有序流动和开放共享。
第三, 优化产业政策与市场竞争协同的制度建设。 新质生产力是产业转型升级的先进生产力。 提升

经济内生动力既要减少政策性要素配置扭曲, 又要通过政策监管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这意味着未来政策

的价值取向要促进产业政策优化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有效协同。 为了更好地促进二者有机统一, 一方

面要完善产业政策, 从选择性产业政策主导向功能性产业政策主导转变[19] , 推动相关政策从 “挑选赢

家” 到 “培育土壤” , 从 “直接干预” 到 “间接引导” 过渡。 通过制定和完善产业发展规划、 提供财

税优惠政策激励、 推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等具体举措, 引导各类要素在企业、 行业和产业间合理有序

流动, 为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进制造业提供成长空间。 另一方面, 要完善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

制度, 营造公平的市场环境。 毫无疑问, 技术变革正深刻影响着现行制度框架。 传统的市场监管制度

滞后于当前的市场竞争, 特别是平台经济中的市场集中引发的垄断问题。 不同于传统经济领域, 对平

台经济的有效监管已经超越传统的结构主义范式 (市场份额) 。 因此, 需要加强事前和事中监管, 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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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抑制不正当竞争行为, 通过加快完善法治化营商环境, 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二) 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并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为了更好地发挥新质生产力对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引领作用,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发力。
第一, 以科技创新引领, 构建更加自主独立的产业链体系。 从产业形态上看, 新质生产力是在 “企

业集合” 意义上形成的新业态、 新结构[20] 。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在深度融合中促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发展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21] 。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 我国曾长期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位

置, 一些关键技术高度依赖海外市场。 随着外部不确定性加剧, 大国之间的产业链竞争持续增强, 导致

“断链风险” 持续上升。 特别是中美贸易摩擦以来, 美国主导的技术封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产业现

代化进程。 因此, 通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 构建更加安全可靠的产业链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必

然要求。 在大国战略竞争与人力资源供需失衡背景下, 需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22] , 聚焦产业需求,
加快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 通过关键产品 “揭榜挂帅” “卡脖子” 技术集成攻

坚等举措提升中国工业核心竞争力, 实现产业链的现代化。
第二, 以绿色低碳为底色, 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从新能源汽车、 5G、 光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发展实践看, 中国正在逐步强化竞争性产业政策, 通过政府协调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核心领域、 “卡脖

子” 技术方面的关键性作用, 实现产业并跑到领跑的重要转变。 一是发挥绿色产业政策对产业转型升级

的促进作用。 大量研究表明, 绿色产业[23] 、 绿色工厂[24] 、 绿色金融[25] 等一揽子产业政策, 有助于促进

企业绿色转型。 二是充分利用新技术推进产业数智化转型和融合化发展。 新技术主要包括以人工智能为

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 以及先进制造、 新材料和生命科学等关键技术领域。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中, 新技术发挥着塑造产业形态和发展方式的重要作用。 研究表明, 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产业由分工

深化向融合发展演进, 成为促进产业融合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支撑[26] 。 因此, 充分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 物联网等新技术, 构建以新能源、 新材料等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进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举措。
第三, 推动产业政策范式转型, 营造创新友好型制度环境。 就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而言, 关键不

是讨论产业政策存与废的问题, 而是怎样使得产业政策更有效作用于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产业政策上看,
有为政府的政策边界条件在于摆脱单纯依靠选择性产业政策的一贯做法, 通过全局协调, 实现与新兴技

术产业赶超的条件性相容[27] 。 刘志彪认为,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两条政策路径正在走向融合互补, 强

化产业链已经成为主要国家的共同经济政策导向, 围绕产业链政策正在形成新的路径[28] 。 因此, 未来产

业政策的重点要实现从选择性到功能性与竞争性, 从产业到产业链的系统性转变。 推动这一转变, 关

键在于构建有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 要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促进要素合理有序流动; 通过统筹

发展和安全, 稳定扩大开放的制度环境; 通过夯实公平竞争的制度基础, 实施更加审慎包容的监管。
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 中央与地方、 安全与开放的关系, 才能更好地确保产业政策的着力点向强化

功能性和竞争性转变。 最终, 塑造一个能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 充分激发市场活力的现代产业生态

系统。
(三) 发挥消费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关键作用

一是通过稳定宏观经济基本面强化其对消费的支撑作用。 长期消费的动力与信心有赖于稳固个体就

业、 市场预期与企业经营环境, 通过稳定经济大盘, 形成能消费、 敢消费的良性循环。 经济下行压力和

外部环境变化本身就强化了微观市场主体的储蓄动机, 因此要提升微观市场主体对长期经济发展和市场

稳定的信心, 做好预期管理。 充分认识到稳就业、 稳企业、 稳市场、 稳预期对于提振消费、 畅通国内经

济循环的重要作用。 对此, 要强化宏观调控政策有效协同, 统筹财税与金融、 产业等政策, 降低政策的

“合成谬误” 和 “分解谬误”。 通过化解地方政府债务优化信贷资源配置, 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

“适度宽松” 的货币政策托底经济。
二是利用数字经济放大短期消费的乘数效应, 实现消费的提质扩容。 政府部门应该采取因时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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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高效的消费补贴政策, 提升消费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纵观 2020 年以来我国消费刺激政策的演进历

程, 大致经历了以普遍刺激为主的 “应急托底” 到精准刺激重点行业, 再到补贴型、 结构性消费刺激的

阶段性转变。 短期消费刺激能有效拉动内需, 其 “乘数效应” 在实践中得到了印证。 例如, 文旅消费券

每补贴 1 元, 平均可带动 4. 1 ~ 4. 4 元的总消费[29] ; 政府每投入 1 元消费补贴, 就能撬动 3. 4 ~ 5. 8 元的新

增消费[30] 。 2026 年以家电、 汽车等耐用消费品为主的新一轮消费品以旧换新稳步开展, 该政策充分利用

线上线下两个渠道推进居民消费提质扩容, 有助于惠民生和促消费。
三是以促进新型消费与消费结构升级破解消费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新型消费是数字技术驱动满足

人们信息化、 智能化、 多维融合等服务需要的行为过程[31] 。 不同于传统的商品消费, 新型消费呈现出

新的形态、 渠道和业态特征。 具体表现为: 消费者越来越注重服务消费, 通过数字平台完成交易, 强

调 “参与感” 和 “情感价值” , 衍生出 “体验经济” “共享经济” “无人零售” 等新业态。 新型消费促

进了消费从商品消费向服务消费为主的结构性转变, 依托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手段, 满足人们多样化、
个性化、 定制化的消费需求, 提升微观市场主体的消费意愿。 此外, 通过数字平台与物流网络, 将线

上与线下深度融合, 做好下沉市场促消费工作, 保障农村居民消费需求, 有助于弥合 “不能消费” 的

鸿沟。
(四) 协同推进防范规模性失业风险与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 高质量充分就业, 基本前提是保障就业充分, 发展目标是提升就业质量。 因

此, 首先要防范规模性失业风险, 保障稳就业, 在此基础上通过缓解就业错配、 优化就业结构等举措提

升就业质量。 就现阶段而言, 如何稳定和扩大就业岗位规模的合理增长, 化解潜在失业风险更为紧迫。
具体而言,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通过财政税收优惠降低企业负担, 实现就业的稳岗扩岗。 已

有研究表明留抵退税、 稳岗补贴以及社保减负等举措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 就业结构调整等渠道有效

提升企业劳动需求[32-34] 。 因此, 仍需要通过政府政策性优惠对就业规模大、 就业吸纳能力强的特定行业

或产业形成 “精准滴灌”, 强化 “稳就业、 稳企业、 稳市场、 稳预期” 的链路循环。 二是加强毕业生就业

事前指导、 事中跟进与事后监测。 通过加强培训引导以及数字化技术应用等举措, 提升岗位适配性和就

业质量, 解决人力资源供需结构失衡等问题。 特别是利用大数据平台形成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全链路闭环,
强化失业风险预警。 三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稳固农民工、 脱贫人口等重点群体就业。 经济不确定性增

强加剧了结构性失业, 使得灵活就业群体规模日趋庞大, 由于外卖、 网约车及快递等灵活就业行业在稳

就业中具有关键作用, 因此需要重点完善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

五、 结论与展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要求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中国经济具备制度、 市场、 产业体系和人才资源等多方面优势, 在一系列改革和发

展实践中展现出基础稳固、 韧性较强的经济大国底色。 在此背景下,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既要靠激发

内生动力稳住基本盘, 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速, 又要靠提升发展韧性守住防控风险的底线, 筑牢长期发展

的安全屏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 中明确要求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

对各种不确定性。 本文立足内生动力视角, 在阐述基本内涵与内在逻辑基础上, 分析了当前面临的约束

并围绕四个方面提出了可行路径。 一是坚持深化改革, 通过完善制度建设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稳定的预

期, 这是稳增长的关键支撑。 二是促进生产力跃迁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实现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
三是提振消费, 强化内生增长的核心动力,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

展格局。 四是协同推进失业风险防控与高质量充分就业。 既要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又要在高校专业

设置、 人才培养等方面更加灵活, 促进人力资源供需匹配。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上述四个方面并非孤立

存在, 而是互为支撑、 协同并进。 打好政策 “组合拳”, 夯实制度基础, 驱动创新引擎, 释放内需潜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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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牢守住民生底线, 才能更好地统筹安全与发展,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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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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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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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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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hieving
 

stable
 

economic
 

growth
 

and
 

preventing
 

systemic
 

risks
 

are
 

crucial
 

for
 

China􀆳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imulate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within
 

the
 

economy
 

to
 

pro-
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basic
 

connotations,
 

realistic
 

constraints,
 

and
 

realization
 

paths
 

for
 

stimulating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Through
 

theoretical
 

analysis,
 

this
 

study
 

identifies
 

four
 

important
 

sources
 

of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and
 

discusses
 

the
 

key
 

roles
 

of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domestic
 

demand,
 

and
 

stable
 

employment
 

in
 

stimulating
 

these
 

forc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realistic
 

constraints
 

underlying
 

the
 

current
 

insufficiency
 

of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including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dustrial
 

support,
 

domestic
 

demand
 

expansion,
 

and
 

stable
 

employment,
 

which
 

constitute
 

fundamental,
 

structural,
 

practical,
 

and
 

feedback
 

constraints,
 

respectively.
 

This
 

study
 

argues
 

that:
 

(1)
 

The
 

lack
 

of
 

systemic
 

integration
 

in
 

institution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implementation,
 

and
 

inadequate
 

inno-
vation

 

prevent
 

the
 

full
 

transformation
 

of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to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2)
 

In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deficiencies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talent
 

support,
 

high
 

exposure
 

of
 

industrial
 

chain
 

risks,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i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spatial
 

incoordination
 

in
 

indus-
trial

 

development
 

undermine
 

the
 

supportive
 

role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for
 

economic
 

growth.
 

(3)
 

Domestic
 

de-
mand

 

is
 

constrained
 

by
 

three
 

factors:
 

weak
 

consumer
 

confidence,
 

limited
 

effectiveness
 

of
 

short-term
 

stimulus
 

poli-
ci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4)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increasing
 

external
 

demand
 

uncertainty,
 

and
 

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ies
 

represent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s
 

intensified
 

the
 

potential
 

risk
 

of
 

large-scale
 

unemployment
 

in
 

China.
Addressing

 

the
 

above
 

major
 

aspects,
 

this
 

study
 

proposes
 

the
 

following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
 

it
 

should
 

im-
prove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by
 

promoting
 

the
 

marktization
 

of
 

production
 

factors,
 

encouraging
 

technological
 

inno-
vation,

 

and
 

ensur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industrial
 

policies
 

and
 

market
 

competition.
 

Second,
 

it
 

should
 

strengthen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by
 

foster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leveraging
 

the
 

rol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
tion

 

leadership,
 

green
 

transformation,
 

and
 

paradigm
 

renewal
 

of
 

industrial
 

policies
 

in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
tive

 

forces
 

and
 

advanc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ystem.
 

Third,
 

it
 

should
 

expand
 

domestic
 

demand,
 

use
 

the
 

digital
 

economy
 

stimulate
 

consumption
 

in
 

a
 

targeted
 

manner,
 

and
 

promote
 

new
 

types
 

of
 

consump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to
 

meet
 

diverse
 

consumer
 

needs.
 

Fourth,
 

it
 

should
 

ensure
 

stable
 

employment
 

and
 

improve
 

employment
 

quality
 

through
 

reducing
 

the
 

burden
 

on
 

enterprises,
 

addressing
 

employ-
ment

 

mismatches,
 

and
 

mitigating
 

unemployment
 

risks.
Keywords:

 

endogenous
 

driving
 

forces;
 

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stabilizing
 

emplo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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